
港、澳回归后的我国区际私法：成就、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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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澳回归二十余年来，我国区际私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以民商事司法协助领
域为最。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是，回归伊始至近期所取得的一系列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这些

安排现已覆盖诸多方面，包括送达、取证、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及仲裁，虽已 “初具规模”，但尚

有可改进的空间。时至今日，我国区际私法的发展也仿佛遇到了 “瓶颈”。展望未来，我国区际

私法合作的模式应当是三边而非双边安排，在法律基础得到进一步延伸后，拓展区际私法合作的

空间。除了区际司法协助，还应在协调管辖权、统一冲突规范和准据法、甚至统一某些实体私法

等方面去挖掘广阔的可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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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香港、澳门分别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以来，我国区际私法①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以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为最，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是所取得的一系列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

这些安排现已覆盖诸多方面，包括送达、取证、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及仲裁。但时至今日，我国区

际私法的发展也仿佛遇到了 “瓶颈”。今后，除了依据 《香港基本法》第９５条及 《澳门基本法》

第９３条开展司法协助外，如何拓展新的领域深化合作，合作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模式应当为何，
都是特别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反思过去二十余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此

外，本文试图探讨、分析当前我国区际私法发展的法律基础和合作模式及展望我国区际私法的未

来发展方向。

·５１１·



①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区际私法”，广义上讲，应该包括区际间私法 （民商法）领域所有有关管辖权、准据法、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再加上民商事司法协助如送达、取证，甚至一些有关私法领域的行政合作和仲裁。早在港、澳回归前，我国国际私

法学家黄进教授等就曾有关于区际私法的一些前瞻性著述，参见黄进：《区际冲突法》，中国台湾地区永然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版。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涉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区际私法问题。有关内地与香港之间民商事司
法协助的成就和一些实践详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发布的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司

法协助实践的报告》。





一　区际送达

迄今为止，区际民商事诉讼中的送达问题共达成了三个安排。它们分别是：内地与香港之间

的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

香港送达安排》）；内地与澳门之间的 《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

送达司法文书 （和调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香港

与澳门之间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安排》

（以下简称 《澳门与香港送达安排》）。① 毫无疑问，这些安排为我国区际送达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一些案件中提升了区际送达的效率。但是，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反思和完善。

（一）安排的性质

安排签订后，是不是今后区际间只能通过安排中的路径送达，而各自域内法的做法必须一律

摒弃？即安排必须强制性适用，安排中的路径具有专属性？还是说，安排只是在各自域内法允许

的渠道之外提供了额外路径？即安排是非强制性的，其中的路径不具有专属性？至今，没有任何

正式官方文件能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提供明确答案。根据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及 《澳门与

香港送达安排》第１条的措辞，内地与香港或澳门与香港法院之间 “可以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

司法文书”，似乎可以推断区际间依据这些安排进行送达协助，只是任意性的、而非强制性。②

而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的第１条却规定，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民事程序送达 “均

适用本安排”。因此，区际间依据此安排进行送达协助似乎又是强制性的。③

司法实践中，就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的性质，内地与香港的法院采取了相似的态度，

认为该安排既非强制性亦非专属性。香港法院曾驳回安排中的路径是强行性和专属性的抗辩。④

相反，香港法院判定：对于居住在内地的被告，香港法中的其他替代性送达方式可以自由运

用。⑤ 在内地，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９年颁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

送达问题若干规定》（以下简称２００９年 《最高院送达规定》）。⑥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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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发布、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０日生效；《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最

初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７日达成、并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生效，该安排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进行了修订，且修订版已于２０２０
年３月１日起生效；《澳门与香港送达安排》于２０１７年签署、至今仍未生效。
参见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第１条：“内地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
《澳门与香港送达安排》第１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
书……”；而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于１９６５年签署并拥有包括中国在内７４个成员国的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

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以下简称 《海牙送达公约》）第１条则规定：“在所有民事或商事案件中，如有
需要递送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向国外送达的情形，均应适用本公约。”

参见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第１条：“内地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在内地包

括劳动争议案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民事劳工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适用本安排”；张宪

初：《澳门对中国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发展的贡献及其特色》，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９５—９６页。
Ｓｅ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ｎｋＡ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ｖ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１６］ＨＫＣＵ１１７７，ｐａｒａ５０
Ｓｅ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ｎｋＡ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ｖ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１６］ＨＫＣＵ１１７７，ｐａｒａ５７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９］２号），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通
过、３月１６日生效。



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除了可以按照前述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达成的安

排进行送达外，① 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其他可以送达到港、澳受送达人的方式进行送达。②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对于内地而言，《内地与澳门的送达 （和取证）安排》也应当是非强

制性、非专属性的，虽然 “均 （应当）适用本安排”写进了其第１条。③ 澳门对该安排性质的认
定还没有明确答案，但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用非安排方式进行区际送达的做法并不鲜见。因此，

对于澳门来讲，该安排也是既非强制性亦非专属性。不难预测，未来 《香港与澳门送达安排》

的运作，也会遵循同样的路径。

因此，有别于 《海牙送达公约》和 《欧盟送达条例》，我国区际送达安排，在性质上其实是

既非强制性，亦非专属性，而是选择性地适用。④ 但是，司法实务中，安排中提供的送达路径仍

然应当得到优先推荐使用。一方面，籍此可以提升三个法域制定和实施这些安排的机关的权威

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安排中的路径完成的送达，将有利于最终的判决在三个法域流

通，因为安排中的送达路径是彼此预先同意的，它比仅存在于各自域内法中的送达方式更易被他

方接受。

（二）安排中的合作路径

不像 《海牙送达公约》和 《欧盟送达条例》那样，需要各缔约国 （成员国）依据各自的域

内法设立 （指定）中央机关 （构）来相互转递送达请求并以此作为主要合作路径，我国区际送

达安排的核心是，不同法域法院系统间的直接对接互助。⑤ 毫无疑问，法院系统间的直接对接，

可以绕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比如中央机关 （构），能为区际送达实现快速、高效的沟通，提高跨

区送达的效率，节约时间和成本。然而，实践表明，我国区际送达安排的实际运作只是差强人

意。⑥ 如何完善现有的安排和路径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对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修订前，在内地一般只有各高级人民法院 （省级）

才有权直接转递送进或者送出的司法文件。⑦ 然而，一方面，大部分的区际私法案件是由基层人

·７１１·

港、澳回归后的我国区际私法：成就、反思与展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２００９年 《最高院送达规定》第６条。
参见２００９年 《最高院送达规定》第３—５条、第７—１１条。根据上述规定，当住所在港、澳的受送达人在内地，或者
该受送达人的代理人或分支机构位于内地时，可以直接在内地完成送达。此外，送达也可以通过邮寄 （第７条）、电
子手段 （传真、邮件等）（第８条）、公告 （第９条）、多种路径 （第１０条）、留置 （第１１条）等方式完成。
参见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第１条。
参见 《欧盟成员国间民商事司法和司法外文书送达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１３９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通过，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生效］（以下简称 《欧盟送达条例》）第１条；《海牙送达公约》第１条。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第２条：“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根据第３条至第６条的规定，接收来自其它
缔约国的送达请求书，并予以转递。”《欧盟送达条例》第３条：“所有成员国必须指定一个中央机构负责以下事项：
（ａ）向送达机构提供信息；（ｂ）寻求解决在文件送达传递过程中的任何困难；（ｃ）在特定情况下，根据送达机构的
要求，向有权接受的机构发出送达请求。”

参见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实践的报告》，载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年度报告》（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第９５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ｅｂｏｏｋ／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ｐａｇｅ／９４－９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参见 《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第２条：“双方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
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书可以直接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送达。”２００１年版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

证）安排》第２条：“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 （和调取证据），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

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送达 （和调取证据）。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

有问题，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解决。”



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为了根据相关安排完成区际送达，它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

上级法院，甚至是上级法院再求助其上级法院，而后方能转递文件至相关特别行政区法院。另一

方面，来自两个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协助送达请求也不得不通过相关高院转递到相关下级，甚至其

下下级人民法院，才能最终得到执行。① 由此，在我国区际安排下的所谓区际法院系统间的直接

对接，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真正的直接对接，而是有绕不过的相关高级人民法院这一环节。

要改善相关安排，提高安排合作路径的效率，有必要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送达往往

不涉及很强的法律技术问题，不需要过于严苛的审核、把关，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内

地高级人民法院的中间介入通常并非必要。今后，在内地，应当允许有区际案件受理权的法院直

接请求、委托相关特别行政区法院协助送达；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应当可以直接请求、委托相关内

地有权的直接执行法院协助完成送达。② 这一点在修订后的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

中得到了体现和采纳，其中第２条扩充性规定 “经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最高人民法院
可以授权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然而，到底有多大范围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能够获得此授权，我们仍然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安排可以考虑纳入更多的送达方式为内地与香港、澳门这三个法域所统一接受，

比如邮寄送达和没有强制措施下的直接送达。③ 在国际层面，对独立司法主权的关切是导致邮寄

送达和直接送达被排斥的直接原因。然而，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之内，各法域之间的区际司法协

助应当有所分别，至少所谓 “单独的司法主权”的概念应当被淡化。鉴于邮寄送达在实务中的

广泛运用及其实际重要性，安排中正式接纳它能回应现实需求，使之在三个法域间变得程式

化。④ 三个法域官方均承认的邮政快递服务能很好地承担此项任务，为的司法机关省力、省钱。⑤

至于相关人员的直接送达，如果摒弃了单独司法主权的思想包袱，在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下，

本地的公共秩序也不至于受到不必要的干扰，这种送达方式的加入将能大大提高区际送达的

效率。

（三）当代科技的运用

在对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修订前，根据相关区际送达安排，区际间的文件

传输方式仍然比较传统、甚至原始。三个法域法院间仍然以盖有正式印章的委托函和司法文书的

纸质版为传输对象。在当今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时代，这种方式虽然稳妥，但未免死板、不够效率。

区际法院间的文件转送，在安全性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没有理由不接受电子方式。并且，在受送

达地域内法允许的情况下，电子送达方式也应用来完成执行安排下的委托请求，以提升送达效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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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２００１年版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排》第３条第１款：“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相
互收到对方法院的委托书后，应当立即将委托书及所附司法文书和相关文件转送根据其本辖区法律规定有权完成该

受托事项的法院。”

参见涂广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文书送达制度之考问及续造》，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９８页。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第１０条；《欧盟送达条例》第１５条。
参见涂广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文书送达制度之考问及续造》，第９８页。
实际上，在我国内地，法院邮政特快专递送达已成为一种主要的送达方式。

Ｓｅ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ＨＣＣＨ，“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ｏｃＮｏ９ｏｆ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涂广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文书送达制度之考问及续
造》，第９９页。



另外，如果邮寄送达能得到安排的正式接纳，三个法域相关机构可以考虑联合开发共同的电子邮

政平台用来完成区际间的电子邮政送达。① 事实上，在新修订的 《内地与澳门送达 （和取证）安

排》中，电子方式获得了正式接纳，并且成为了区际法院间传递文件的首要方式，其新增的第３
条规定，“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通过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

式转递；不能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采用邮寄方式”。希望将来对其他相关

安排修订时，也能接纳区际法院间以电子方式传输文件，甚至允许构建统一的电子邮政平台，实

现区际间直接的电子邮政送达。

二　区际取证

就区际民商事诉讼中的跨境取证问题，到目前为止，仅有内地与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

分别达成了一个安排，两大特别行政区之间还未形成任何此类安排。它们分别为 《关于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 （以下简称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

排》）及前述的 《内地与澳门 （送达和）取证安排》。② 这两大安排的实施，无疑能为跨内地、

港澳之间的诉讼带来程序上的便利，促进证据的收集，提高案件裁判的准确性和质量。但笔者有

以下几点思考，供商榷。

（一）安排的性质

正如 《海牙取证公约》的性质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一样，我国区际取证安排是否

强制性适用也有值得探讨的空间。③ 从文字上看，我国区际取证安排提供的取证渠道似乎是强制

性的，即区际取证 “只能而且必须”通过安排提供的渠道。首先，两大安排中并没有使用 “可

以”的措辞似乎暗示了它们的强制性特点。④ 其次，其他渠道已被我国内地事实上拒绝。２０１１年
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涉港澳台调查取证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２０１１年 《最高院取证通知》）一般性地否定了请求方人员直接在内地取证的可能，除

非个案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内地相关中央机关的特别许可。⑤ 在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排》达

成之前，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又签发了进一步通知，明令禁止内地一些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联系
香港法院试图获得取证协助的做法。⑥ 在澳门，如同其他大陆法系地区一样，法院也会倾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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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ＨＣＣＨ，“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ｎｋＡ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ｖ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１６］ＨＫＣＵ１１７７，ｐａｒａ６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排》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签署，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生效。
Ｓｅ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ＨＣＣＨ，“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ｏｃＮｏ１０ｏｆ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参见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排》第２条：“双方相互委托提取证据，须通过各自指定的联络机关进行。”《内地与澳门送
达 （和取证）安排》第２条。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涉港澳台调查取证工作的通知》（法 ［２０１１］２４３号）第１—４条。
参见２０１３年２月４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涉港调查取证司法协助工作的通知》（法 ［２０１３］２６
号），该通知明确规定：“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相互协助调查取证达成制度性安排之前，地方人民法院不得直

接向香港方面提出协助调查取证请求，也不得擅自接受香港方面的协助调查取证请求。”



取证安排的适用是强制性的。① 因此，对于内地法院和澳门法院，通过安排路径获得跨境证据似

乎是唯一通道。然而，香港方却企图把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排》中提供的取证方法作为现有香

港法允许的获得域外证据方法的额外添加。② 因此，可以预见，香港法院会把安排的适用视为任

意性、选择性的，决定是否通过安排来取证取决于个案的实际情况。

作为继承了普通法传统的香港，对于跨境取证，无论是 “出去的”还是 “进来的”，都采取

了非常开明的态度。③ 而在秉承大陆法传统的内地和澳门，取证通常被视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跨

境取证除了外交路径以外，一般仅能通过政府间的协议来完成。④ 由于来源于不同法系的迥异态

度，内地、澳门与香港对取证安排的性质有不同理解。鉴于经过多年的实践，《海牙取证公约》

的适用逐渐被接纳为选择性、非强制性的，⑤ 笔者建议，我国区际取证安排的性质也应当界定为

非强制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更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减少香港法与内地法之间的

差异。尽管如此，正如区际送达安排，区际取证安排提供的路径仍应作为司法实践中我国区际跨

境取证的首选方式。

（二）安排中的合作路径

我国区际取证安排规定了指定机关与法院间或者两地法院间通过转递、执行请求书的方式实

现区际取证合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路径。⑥ 正如前文所述，在一个单一、不可分割的主权国

家之内，法域间的所谓 “相对独立的司法主权”理念应当予以淡化。因而，更多的取证方式应

当可以在安排下得到允许和接纳。我国的安排没有写入跨境对自愿证人直接取证的许可，反观

《欧盟取证条例》，这一点已在欧盟各成员国间得到开放、认可。⑦ 显然，这一做法为香港法所接

受，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毫无困难。笔者建议，内地和澳门也应当在安排下接受它，正如在

《欧盟取证条例》下，德国虽作为一个典型大陆法系传统国家，对跨境取证司法主权问题非常敏

感，但仍能接受它一样。并且，区际间适当任命的特派员直接跨境取证也应当得到安排的接

纳。⑧ 这种方式的写入将会提升区际取证的效率，为案件解决证据难题提供更多的选择。

（三）当代科技的运用

当代信息科技、传讯技术的运用，毫无疑问将能减少跨境取证的时间和成本。在区际安排

下，如果法律允许，即时传讯、视频通信等手段也应当得到运用，以提升区际取证的效率，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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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２６条第１款。
参见香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立法

会ＣＢ（４）３３３／１６—１７（０１）号文件，“由于安排订明的是属行政性质的事宜，它不会改变现行法院之间在民商事取
证互助方面的法律，并根据既有法律执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ｇｃｏｇｏｖｈｋ／ｙｒ１６－１７／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ｎｅｌｓ／ａｊｌ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ｊｌｓｃｂ４－３３３－１－ｃ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Ｓｅｅ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Ｓ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７），ｐ７２３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６—２７７条；《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２６条第１款。
Ｓｅ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ＨＣＣＨ，“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参见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排》第２条；《内地与澳门 （送达）和取证安排》第２条。
参见欧盟 《关于成员国法院间民商事取证合作条例 （第１２０６／２００１号）》 （以下简称 《欧盟取证条例》）第１７条第
１款。
参见陈力：《海牙取证公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载 《东方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７页；于飞：
《论我国区际民商事直接取证》，载 《澳门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１页。



是当证人有正当理由无法到场时。① 域内法对当代传讯技术的融入使这一点变得愈加现实。② 事

实上，我国三个法域的法律对此均持开放态度。在香港，虽然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强调，事实应当

在 “公开的法院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得到证明，③ 香港法院并不排斥通过使用视频技术达到此

等目的。④ 在澳门，除了邮寄方式，传真、电报、远程通讯技术和其他高效、安全的方法都可以

被法院用来取证。⑤ 在内地，人民法院对远程视频等当代科技在跨境案件审理中的运用也进行了

大胆、有益的尝试。⑥ 因此，完全有可能在我国区际取证安排的实施中，充分运用当代科技手

段。事实上，在新修订的 《内地与澳门 （送达和）取证安排》中，电子方式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接纳。其中第３条规定两地法院间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传输委托取证文件，第２３条则规定：“受委
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并经证人、鉴定人同意，协助安排其辖区的证人、鉴定人

通过视频、音频作证。”

（四）香港法中的 “庭前发现程序”

为了有效地执行区际取证安排，还必须对香港法中的 “庭前发现程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的确，香港法继承了英美法中的 “庭前发现程序”，但不同于美式，香港法同时也继承了英格兰

法中的禁止 “钓取”非特定证据的做法。然而，这一制度并不为大陆法系地区所熟知，包括我

国内地和澳门。来自我国内地的诉讼当事人对此制度不熟悉，因而往往担忧它的适用范围和运用

后果。这种担忧实属多余，因为根据香港法，法院签发的庭前发现命令必须适度且仅限于针对那

些必要、必须的文件。⑦ 因此，香港法中的 “庭前发现程序”完全可以被 《内地与香港取证安

排》接纳，不应成为该安排实际运作中的障碍。为了减少诸如此类的法律误解，三个法域间应

当增强彼此的法律交流、教育和培训，增强彼此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学习和互动。通过诸如此

类的活动，增进彼此对法律深层次的了解，准确认识彼此不同的法律制度，从而有益于彼此的

合作。

三　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为了解决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内地与澳门签订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安排，即

《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澳门判决

安排》）。而内地与香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先后签订了三个安排，它们分别为 《关于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

地与香港协议管辖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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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欧盟取证条例》第１０条第４款和第１７条第４款。
ＳｅｅＨＣ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ＶｉｄｅｏＬｉｎｋ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ｋｉｎｇ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２－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ｏｃＮｏ８ｏｆ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参见 《香港高等法院条例》（香港法律第四章）第３８号命令，第１条。
ＳｅｅＣｈｏｗＫａｍＦａｉ，ＤａｖｉｄｅｘｐａｒｔｅＲａｍｂ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ｏＬＬＣ［２００４］２ＨＫＬＲＤ２６０，ＣＡ，ｐｅｒＲｏｇｅｒｓＶＰ
参见 《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２６条第４款。
参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ｕｒｔ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Ｓｍａｒ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ｉａｌ，ｈｔｔｐ：／／ｅｎｃｃｍｔ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ｃ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ｉａｌ／２０１８－０６／２８／ｃ＿２５５６６８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ＳｅｅＡＣｏｖＢＣｏ［２００２］３ＨＫＬＲＤ１１１，ｐａｒａ１３



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香港家事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

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香港判决安排》）。① 针对这些安排，笔者有

以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管辖权与平行诉讼问题

我国所有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均为 “单一”安排，即它们都只解决最终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问题，而不直接处理诉讼前期的管辖权和与之相伴的平行诉讼问题。② 理论上仿佛也是，如果彼

此有足够的政治意愿，管辖权的问题似乎可以被 “小视”， “单一”安排能够高效、成功运作，

因为被请求方法院大多不考察他方的管辖权基础而会直接承认与执行他方判决，除非自己的专属

管辖权有可能被侵犯。然而，同既调整管辖权又调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的 “双重”安排相

比较，“单一”安排更易导致 “挑选法院”现象的发生。③ 没有处理好 “上游”的管辖权问题，

对之予以协调，各地法院将依据自己的域内法规则行使管辖权，大量的平行诉讼势必随之而至，其

与尔后可能产生的大量冲突判决也不得不在 “下游”的判决承认与执行阶段得到解决。如果当事人

及其律师企图 “巧妙”地利用这些规则使之充分为己方的利益服务，在我国区际安排实施过程中，

“竞赛奔向法院”与 “竞赛获得判决”的现象终将频繁上演。④ 因此，将来如果有机会修正安排，

这些安排中应当纳入直接的管辖权规则，同时区际平行诉讼问题也应当得到有效处理。

（二）《内地与澳门判决安排》实施中的一个特有问题

在 《内地与澳门判决安排》实施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敏感话题是，澳门法院作出的赌

债判决在内地是否应当根据该安排得到承认和执行。⑤ 由于我国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有

着严格的道德要求，澳门法院作出的支持赌债债权的判决或与赌债相关的判决很有可能被内地法

院以违背公共秩序为由而拒绝在安排下予以承认和执行。⑥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主张这样做，

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有些赌债在澳门是合法的，⑦ 但在内地，根据内地的相关法律，它们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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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内地与澳门判决安排》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签署，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生效；《内地与香港协议管辖安排》于２００６年７
月１４日签署，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生效；《内地与香港家事安排》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签署，至本文写作时尚未生效；
《内地与香港判决安排》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签署，至本文写作时尚未生效。
对于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 “单一” “双重”和 “混合”公约的概念，参见 ＡｒｔｈｕｒＴｖｏｎＭｅｈｒｅ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５７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２７１，ｐ２８２。
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ＴｖｏｎＭｅｈｒｅ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 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２８２ａｎｄｐ２８６
如何具体发生，参见 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０１３）４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４９，ｐｐ３５１－３６０。
这里讲的 “赌债”，是指合法的赌债。非法赌债，即使在澳门，也不被承认、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Ｓｅｅ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３６７ａｎｄｐ３７１
《澳门民法典》第１１７１条第一款规定：“特别法有所规定时，赌博及打赌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涉及与体育竞赛之赌
博及打赌，对于参加竞赛之人亦构成法定债务渊源。如不属于上述情况，但为法律所容忍的赌博或打赌，为自然债

务渊源。”《澳门民法典》所调整的仅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和打赌行为，根据不同的情形会产生三种法律后果：

合法且可诉诸法院强制执行、单纯被法律容忍但不能被强制执行、非法且无效。参见 ＪｏｒｇｅＡＦＧｏｄｉｎｈｏ，Ｍａｃａ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０７），ｐ１１５ａｎｄｐ１１９。



对非法、被禁止的。① 显然，关于赌债的合法性问题，内地与澳门实体法律存在着冲突，赌债能

否落入安排中的 “民商事”范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②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直接的案例报道内地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来自澳门的赌债判决，但根据

内地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内地法院很有可能会这样做。③ 然而，笔者强烈建议，澳门

法院所作的赌债判决在内地应当在安排下得到承认和执行，否则澳门参加此安排的期待可能会大

部分落空，因为博彩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娱乐场所合法信贷产生的赌债判决将是澳门希望在内

地得到承认和执行判决中的重中之重。可喜的迹象是，在 “宋恺与李世隆股权转让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起与赌债相关的案件时，并没有引用公共秩序排除支持赌债债权的澳门法

的适用，而是强调应当适用澳门法来确定与赌债相关的借贷法律关系。④ 这种开明的态度，将来

应当得到发扬，因为在其他法域合法创立的 “既得权”到达本法域原本就应该继续得到保护，

哪怕该种权利在本法域不得依法创立。⑤ 另外，如果澳门法院的赌债判决不能在安排下得到承认

和执行，这将严重影响澳门签订该安排的意义，不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澳门赌场收入主要来自

贵宾厅，而贵宾厅的赌客主要来自内地，他们往往通过赌场信贷来娱乐，如果赌赢了，他们可以

轻易带钱回家，而输了却无法到他们家乡 （内地）以法律手段合法追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⑥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权利保护时，人们往往便会诉诸非法甚至暴力手段。

追讨赌债尤其如此。⑦

四　区际仲裁

在区际仲裁方面，以１９５８年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 《纽约公约》）为

模板，我国先后达成了三个区际安排，它们分别是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

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香港仲裁安排》）、《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

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内地与澳门仲裁安排》）、《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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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孙南申：《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区际司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载黄进主编：《我国区际法律问题探讨》，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Ｓｅｅ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ｐ３６２－３６３；《内地与澳门判
决安排》第１条。
参见王长斌：《澳门赌债在大中华地区的追偿》，载 《澳门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５５—５６页。在实践中，一些内地法
院基于公共政策原因，拒绝适用澳门法作为准据法认可赌债的合法性，参见 “徐文与胡贵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贵

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黔高民三终字第７号；“冯华汉与朱广水、山东省枣庄市德福特煤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二审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鲁民四终字第１６２号。更多关于后一起案件的讨论，见该案一审法院法
官的论述，朱运涛：《区际法律冲突下赌债合同效力的认定》，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６２—６３页。
参见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１５２号。
Ｓｅｅ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３７２；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
Ｆａｗｃｅｔ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４ｔｈｅｄｎ，２００８），ｐｐ２４－２６
Ｓｅｅ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３７２；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
Ｆａｗｃｅｔ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ｐ２４－２６
Ｓｅｅ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ｐ３６１－３６３



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 《澳门与香港仲裁安排》）。近期，内地与香港

在原有安排的基础上又达成了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以

下简称 《内地与香港仲裁补充安排》）①。这些安排为区际仲裁裁决在三个法域间的自由流通提供

了便利，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促进了三个法域间经贸的发展。② 毫无疑问，内地与香港已达成

并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以下简称 《仲裁保全安排》），将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有吸引力的国际仲裁地的竞争力，助推香

港打造成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③ 但笔者仍有以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仲裁与诉讼的边界

仲裁与诉讼的边界，既是国际难题，也是区际难题。④ 内地与香港、澳门虽然两两间达成了

关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安排，但各自的域内仲裁法及涉外 （区际）仲裁法并非完全一致，

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如果在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上出现判断差异，则会一个法域认为应当仲裁，另

一个法域却允许进行诉讼而受理案件。在内地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境外

就境内法院受理的同一争议提起 （或曾先提起过）仲裁的，不妨碍境内诉讼程序的进行，如果

仲裁协议根据内地法律是无效的。⑤ 这种仲裁与诉讼间的平行程序，与平行诉讼一样，势必导致

当事人的诉累、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对同一案件实体问题的冲突决定 （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间）。

鉴于暂且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内地与香港判决安排》不得不明确规定允许一方不执行另一方的

判决，如果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判决违反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或管辖协议。⑥ 此外，《内地与香

港判决安排》还规定，与仲裁协议效力有关的判决不适用该安排。⑦ 实践中，事实上时有因法院

对仲裁协议效力认识不同而 “打架”的案例。⑧ 因此，今后三个法域间应致力于加强彼此间诉讼

与仲裁的衔接和协调，理顺仲裁与诉讼的关系，有效解决跨域仲裁与诉讼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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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内地与香港仲裁安排》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达成，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生效；《内地与澳门仲裁安排》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３０日签署，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生效；《澳门与香港仲裁安排》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７日达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生效；《内地
与香港仲裁补充安排》第１条、第４条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起施行，第２条、第３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程
序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日期。

参见宋连斌：《两岸四地间相互执行仲裁裁决：过去、现在及将来 （下）》，载 《仲裁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７页。
上海海事法院在 《仲裁保全安排》生效后的一周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即受理并批准了一起香港仲裁程序当事人财产
保全的申请，为安排生效后全国首例。参见 《全国首例！上海海事法院裁定准许香港仲裁程序中的保全申请》，上海

海事法院，ｈｔｔｐ：／／ｓｈｈｓｆｙｇｏｖｃｎ／ｈｓｆｙｙｔｗｘ／ｈｓｆｙｙｔｗｘ／ｓｐｇｋ１３５６／ｓｐｄｔ１４２０／２０１９／１０／０９／０９ｂ０８０ｂａ６ｄａｃ０６５７０１６ｄａｅ２ｆ４７９７００００
ｈｔｍｌ？ｔｍ＝１５７０７５７１１５１１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在国际层面，跨境诉讼主要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进行协调，而跨境仲裁则由联合国贸法会进行协调。至今，两者之

间的边界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关于域内诉讼与境外仲裁之间平行程序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 “上诉人恒光有限公司及超级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四宝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市四宝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当事人将尚在内

地法院审理过程中的同一争议提交香港仲裁的，不影响内地法院的管辖权，参见最高院 （２０１３）民四终字第３号。
参见 《内地与香港判决安排》第１３条：“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被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在原审法院进行的诉讼违
反了当事人就同一争议订立的有效仲裁协议或者管辖协议的，被请求方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不予认可和执行。”

参见 《内地与香港判决安排》第３条：“本安排暂不适用于就下列民商事案件作出的判决：…… （七）确认仲裁协议

效力、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例如在２０１８年的一起股权纠纷案件中，针对一份 《股权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及于合同以外第三人问题，香港高

等法院和深圳前海法院就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参见张振安：《香港与深圳法院为何做出完全相反的认定？粤港澳

大湾区法律建设面临的难题》，ＣＧＧＴ走出去智库，ｈｔｔｐ：／／ｄｙ１６３ｃｏｍ／ｖ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９Ｆ２Ｔ４ＤＫ０５１９ＢＭＱ６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二）仲裁裁决的 “区籍”

同很多国家不一样，我国内地仲裁法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方面，就是通常以仲裁机构所在地而

非仲裁地来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① 在我国内地，虽然不无争议，但传统、主流做法确实是如

此。② 因此，如果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ＣＩＥＴＡＣ）应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以新加坡为仲
裁地作了一个仲裁裁决，回到我国内地要求得到承认和执行，这充其量只能是涉外仲裁裁决，依

我国法而非 《纽约公约》得到承认和执行。类比一下，如果仲裁地为香港或澳门，那么 《内地

与香港仲裁安排》或 《内地与澳门仲裁安排》理应得不到适用。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最高人

民法院于２００９年发布 《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 ［２００９］４１５
号），明确了在承认和执行香港地区临时仲裁裁决以及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外国仲裁机构在香港作

出的裁决时，应当适用 《内地与香港仲裁安排》。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６年根据 《内地与香港仲裁安排》承认和执行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中心在香

港作出的裁决。这一点，已经在新近达成的 《内地与香港仲裁补充安排》中得到正式确认。③

五　法律基础和合作模式

区际私法合作的法律基础与合作模式问题相互交织，均需在现有的政治结构所允许的框架之

内发挥效应。当思索如何解决我国区际私法问题时，应当对它们一并进行考量。同一国家主权内

的 “一国两制”政策在我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政治结构，使我国的区际私法问题既不同于美国，

也不同于欧盟，因此，绝不能简单类比、照搬照抄欧美的经验。区际私法应有别于国际私法，这

虽已是共识，但美国与欧盟区际私法发展的经验对我们也不是毫无借鉴意义。④ 我国的区际私法

问题发生在同一主权国家内的拥有高度自主私法立法权的不同法域之间，并且是在不同法域间政

治、经济快速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的。⑤ 美国及欧盟经验的借鉴意义，似乎也只能是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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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际主流做法是根据仲裁地来决定裁决国籍，而无论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纠纷是否具有国际性、是否适用外国法或者

当事人的国籍是什么，参见 《纽约公约》第１条第１款。香港与澳门也采取此种做法，见香港 《仲裁条例》（香港法律

第６０９章）（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通过，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修订生效）第８４条；澳门第５５／９８／Ｍ号法令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３日通
过，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生效）第３５条。此两条反应，它们均以裁决是否在本地作出作为裁决国籍的判断标准。
我国内地的法律仅提及仲裁机构的国籍以及该机构作出的裁决 （见 《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３条、第２７４条及第２８３
条），仲裁地仅用于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 （见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１８条），故理论和实务界均推断，内地
是以作出裁决的机构国籍作为裁决国籍，参见高晓力：《司法应依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

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７年第２０期，第７１页。
见 《内地与香港仲裁补充安排》第 ２条；参见 “申请人意艾德建筑师事务所 （英文名称：Ｅｎｎｅａ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ＬＰ）与被申请人富力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０１认港１号。
一般认为，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地区的特殊法律冲突，与国家间的法律冲突存在根本区别，参见黄

进：《论宪法与区际法律冲突》，载黄进主编：《我国区际法律问题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谢石松主编：《港澳珠三角地区法律冲突与协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页；ＡｌｂｅｒｔＡＥｈｒｅｎｚｗｅｉｇ，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Ｌａｗ：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５７）４１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１７；ＥｕｇｅｎｅＦＳｃｏ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６６）５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９９。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湾区的目的是 “有利于丰富 ‘一国两

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ｙａｒｅａｇｏｖｈｋ／ｆｉ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ｃ／ｓｈａｒｅ／ｐｄｆ／Ｏｕｔ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



的。不同于美国，我国宪法中找不到直接可用于解决区际私法问题的条款；有别于欧盟，我国尚

无能为三个法域进行直接统一冲突法 （私法）立法的机构，也未建立横跨于三个法域的统一法

院。①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政治结构条件下，重新审视我国区际私法未来发展的法律基础和合作

模式。

（一）法律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区际私法合作的法律基础为 《香港基本法》第９５条和 《澳门基本法》第９３
条，这两条几乎完全一样，除了其中指定的区域名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名称差异。从文字看，这两条仅提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 （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

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② 过去二十来年，以此两

条为依托，我国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主要局限于此方面。检视美

国，在 “Ｆｕｌｌ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和 “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这样的宪法条文基础上，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一系列判例法，取各州间的 “最大公约数”，对美国区 （州）际私法进行了广泛协调，不仅在司

法协助方面，更包括管辖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和准据法问题等领域。③ 检视欧盟，在 《里斯本

条约》第８１条及其一系列前身条文的基础上，④ 欧盟的区际私法令全球为之瞩目，不仅海牙国
际私法会议的诸多公约普遍在欧盟范围内得到了更新和强化，⑤ 其本身也拓展了一些在全球无法

达成但在欧盟区域内得到实现的新的合作领域。⑥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的区际私法合作想要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比如管辖权和准据法，我国

区际私法合作相对有限的法律基础，《香港基本法》第９５条及 《澳门基本法》第９３条远不能满
足现实的需求。这是我国今后必须要做，不得不做的。可能的方案，一种是对现有的法律基础作

宽泛性解释；另一种是修改现有条文，从而扩大其涵盖范围。虽然我国的区际私法与欧盟有别，

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协调其区际私法法律基础的演进史或许能给我国一些启示。早期１９５８年 《罗

马条约》第２２０条也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法律基础，以便成员国采取措施统一相互承认与执行法
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规则。⑦ 而恰恰在此法律基础上，《统一合同义务准据法公约》（即 《罗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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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国宪法第４条第１款的 “Ｆｕｌｌ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条文和第１４修正案中的 “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条文，是美国区 （州）际私

法协调的宪法基础，参见 ＳｙｍｅｏｎＣＳｙｍｅｏｎｉｄ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遵守一定的程序，欧盟议会及其理事会可以为欧盟成员国制定统一的区际私法，欧盟法院是他
们共同的法院，保证这些立法的统一解释、执行，参见 ＰｅｔｅｒＳｔｏｎｅ，ＥＵ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ｎｄｅｄｎ，２０１０）。
参见 《香港基本法》第９５条；《澳门基本法》第９３条。
ＳｅｅＳｙｍｅｏｎＣＳｙｍｅｏｎｉｄ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参见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１９５８年 《罗马条约》）第２２０条，及其后的１９６７年 《欧共体条约》第２９３条，现已
废除；《欧盟条约》 （１９９１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Ｋ１条及１９９９年 《阿姆斯特丹条约》第６５条。ＳｅｅＧｅｅｒｔＶａｎ
Ｃａｌｓｔ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ｐｐ９－１３
《欧盟送达条例》和 《欧盟取证条例》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参见 《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第５９３／２００８号条例》（《罗马Ｉ条例》）、《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第８６４／２００７号条
例》（《罗马ＩＩ条例》）和 《关于离婚和法定分居法律适用第１２５９／２０１０号条例》《罗马ＩＩＩ条例》。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Ｓｔｏｎｅ，ＥＵ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１９５８年 《罗马条约》第２２０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应依据到目前为止的需要，出于保证其国民的利益，与其他成员国
展开谈判……简化相互承认和执行司法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手续。”



约》）于１９８０年在欧盟 （那时仍叫 “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了。① 直到１９９９年的 《阿姆斯特丹

条约》，欧盟才有了较全面、广阔的统一区际私法的法律基础。② 为了拓展我国区际私法的合作

发展空间，鉴于两大基本法修改程序复杂，目前政治上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对 《香港基本法》

第９５条及 《澳门基本法》第９３条作扩大性解释。如果内地与特区政府合作意愿足够，能共同接
受对该条文的扩张运用，这完全可以办到。③ 另外一种选择是修改基本法、扩充其中的法律基

础。这样做相对复杂，但并非不可能。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有着特区政府的积极合作，因应现

实法律发展的需求，适度写入更多合作范畴的法律条文是顺势而为的事。如是，我国未来的区际

私法合作将会有更坚实、顺当的支撑。④

（二）合作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区际私法合作的政治现实是，至少截至目前，我国既无能为三个法域进行

统一区际私法立法的机构，也无能够通过解释宪法相关条文而为三个法域提供统一区际私法指引的

法院，虽然三个法域同文同种，共享中华文明，共浴中华文化。理性地讲，目前通过签订安排这种

“准国际”方式解决我国的区际私法问题，并无不妥。过去二十余年的实践也表明，这种方式是切

实可行的。将来，应当继续秉承这种务实的态度，一步步、一件件签署 “安排”来解决我国的区际

私法问题。然而，我国过去二十来年所做的，法域两两之间就相同事项签订不同双边安排的做法，

有可以改进的空间。⑤ 一方面，谈判安排耗时耗力；另一方面，两两安排无疑增加了各自法律的复杂

性，也易为私人主体带来混淆。因此，笔者呼吁，今后的安排应当尽可能是三边的，而不是双边的。

与所达成安排实施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条文的解释。由于每个法域均有各自的终审权，我国

暂且还没有一个跨三个法域的共同法院能保证安排条文的统一解释、执行，这就有可能出现三个法

域法院在实际运作中对安排当中的同一概念或条文作不同解释。⑥ 为了确保三个法域运用安排的一

致性，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终审法院及澳门终审法院应当协调行动、互相协商、共同努力。正如一些

学者所建议的，我国三个法域间可以建立一个共同、共通的案例报告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三个法

域法院在适用安排时可以相互参照、彼此借鉴，从而促进安排的一致性实践。⑦ 在国际层面，联合国

贸发会为了确保其制定的国际公约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一致运用，其所建立的案例数据库ＣＬＯＵＴ，
可供我国借鉴。⑧ 此外，三个法域间应当定期、共同发布有关安排适用情况的检视、监视报告。这些

报告也能为三个法域法院实践提供有益信息，敦促三个法域法院在运用安排时自觉 “靠拢”。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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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回归后的我国区际私法：成就、反思与展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１９８０年 《罗马公约》）。

《阿姆斯特丹条约》第６１条允许欧洲委员会 “在第６５条规定的民事司法合作方面采取措施”。ＳｅｅＡｕｄｅＦｉｏｒｉｎｉ，“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８）５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９６９，ｐ９７３
《香港基本法》第９５条及 《澳门基本法》第９３条可以分别根据 《香港基本法》第１５８条及 《澳门基本法》第１４３条
得到扩大性解释。

两大基本法可以分别根据 《香港基本法》第１５９条及 《澳门基本法》第１４４条予以修正。
见前文所提及的诸多安排。

参见 《香港基本法》第１５８条和 《澳门基本法》第１４３条。
参见钟建华：《从比较法看判例在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中的作用》，载 《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Ｚ１期，第１２２—１２６页。
参见其链接ＣＬＯＵ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ｏｒｇ／ｃｌｏｕｔ／ｓｅａｒｃｈｊｓｐ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
实际上，在一些安排中有这样的明文要求，例如 《内地与澳门判决安排》第２３条第１款规定：“为执行本安排，最
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应当相互提供相关法律资料”；第２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终审法院每年相互通报执行本安排的情况。”



结　语

港、澳回归二十余年，是激荡的二十余年，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三个法域间的交流与融合

空前加深。与之相应，我国区际私法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些成就为身处三个法域的人私

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后盾，虽然尚可改进，但已 “初具规模”，我国区际私法的发展

渐入佳境。展望未来，我国区际私法合作的法律基础应当得到进一步延伸，在此基础上，应当进

一步拓展区际私法合作的空间，除了区际司法协助，还应在协调管辖权、统一冲突规范和准据

法、甚至统一某些实体私法等广阔的合作领域去挖掘。诚如是，在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大背

景下，能够实现 “法同准”① 的区际私法理想。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势必使三个法域的一体化得

到进一步加深，这也为我国区际私法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正如香港和澳门的明天会更

好，我国区际私法的明天也必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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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同准”是指三个法域间无论案件在何处审理，法院将用同一准据法 （实体法）来解决问题。


